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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天安門升旗儀式的政治分析

⊙ 王 霞

 

一 儀式與天安門升旗儀式

關於「儀式」有很多種定義。一般而言，在界定儀式的含義時有兩種取向。1一種是狹義的儀

式概念，即僅把儀式限制在宗教領域並將其界定為一種超自然的現象。另一類是廣義的儀式

概念，即把任何標準化的人類行為都界定為儀式。這兩種意義處於儀式概念連續譜的兩端，

要麼過於狹隘，要麼過於寬泛。在這裏我們將主要使用盧克斯（Steven Lukes）的儀式概

念。他認為儀式表示「受規則支配的象徵性活動，它使參加者注意他們認為有特殊意義的思

想和感情對象。」2比較而言，這一概念更具有指向性。

儀式作為一種象徵性活動，其首要特徵就是「象徵性」。3所謂「象徵在其實質上是有意義的

現象，它指涉與其自身直接意義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意義。」4「正是象徵賦予了儀式行為更為

重要的意義。如果不具有象徵意義那就不是儀式，而是風俗或習慣。」5

其次儀式行為具有形式化的特徵。它遵循高度結構化、標準化的程序，而且通常是在特定的

地點與特定的時間進行操演。所選擇的地點與時間賦予了儀式特殊的象徵意義。

再次儀式具有戲劇化的表演性。儀式的表演性特徵意在創造一種氛圍，使人們置身於特殊的

場景之中，從而能夠使人們脫離日常的時間與空間，進入儀式再造的時間與空間之中。在儀

式再造的特殊時空中，人們能夠生發一種在日常生活中不常有的情感。

「儀式」依其定義而言在於使參加者注意有特殊意義的思想和感情對象。我們可把這種對象

稱之為「儀式的主題」，而儀式的其他構成要素意在塑造氛圍、烘托主題，我們可稱之為

「儀式的道具」。按此分析邏輯，可把天安門升旗儀式分解為儀式的「主題」與「道具」。

國旗是主題，升旗的場所、形式、國歌等則屬於道具。

下文將按上述分析，對天安門升旗儀式依次展開討論。

二 天安門升旗儀式的主題──五星紅旗

對中國而言，國旗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象徵符號是「舶來品」。自清王朝創制中國歷史上的

第一面國旗始，其後歷屆政府都創制了自己的國旗。中共取得革命戰爭勝利後，於1949年6月

15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選定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五星紅

旗之所以能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除了其設計符合《國旗徵集啟事》的要求外，更重



要的在於其設計者曾聯松賦予五星紅旗的象徵意義。曾聯松在其設計圖案中指出：五星紅旗

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五角星分別代表中國的大眾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

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顆小五角環繞著大五角星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

領導核心；旗面用紅色，表示熱烈，象徵革命，五星均呈黃色，象徵中華民族屬黃色人種。

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認為五星紅旗圖案好，它是中國革命歷史的真實寫照。他認為：

「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了小資產階級、民

族資產階級，共同鬥爭取得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事實。今後還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

個圖案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實際，表現了我們革命人民的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

團結。因此，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6但也有人提議：五星紅旗雖然反

映了中國革命的實際，但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消滅了階級以後，豈不是要更換國旗嗎？7毛澤

東提議：把五星紅旗的象徵意義改動一下，四顆小星不代表四個階級，五星紅旗代表的是人

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8由此五星紅旗的象徵意義經過官方的重新闡釋

後，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著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9

五星紅旗作為中國革命史實的象形記載，其象徵意義也深深地打上了革命時代的烙印。在以

「革命」而取得獨立的中國，革命曾佔據了中國近代的大段歷史，也佔據了中共第一代領導

人的大部分生涯。正因為如此，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對「革命」具有一種崇拜感，幾乎成了處

理問題的一種鎖定的路徑依賴。以至於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革命色彩依然籠罩著中國

的政治舞台。所以，當官方把五星紅旗的象徵意義界定為「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則再一次

祭奠了革命，也再一次透露了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革命的崇拜。

隨著代際領導人的更替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革命的色彩退卻了，發

展、穩定佔據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革命已真正成為歷史，而官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界定

的象徵意義似乎已經顯得與時代不合拍了。於是在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國旗法》

頒布時，官方對五星紅旗的象徵意義又做了新的闡釋。《國旗法》規定：「我國的國旗是五

星紅旗，旗面為紅色，左上方綴著五顆黃色五角星，象徵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

族人民的大團結。」10隨著時代的變化，五星紅旗的象徵意義已由「革命人民大團結」悄悄

地改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了。

雖然五星紅旗被選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但在中共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它並沒有

成為人們膜拜的聖物。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似乎也沒有意識到這個象徵符號的重要性。1927年

蔣介石建立國民政府後，1928年12月17日就公布了《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而中華人民共

和國第一部《國旗法》直到1990年6月28日才出台。烘托國旗的升旗儀式是如此的簡單潦草，

以至於在建國後近30年的時間裏，這個泱泱大國的升旗儀式竟然是由北京市供電局的兩個工

人來承擔的。

五星紅旗作為國家的象徵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未成為真正的聖物，也許是因為它被籠罩

在中國共產黨的光輝與領袖個人魅力的光環之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是黨國一體的體

制，中共這個政治體是國家這個政治體的神經中樞。在中國剛獲得獨立、中國共產黨革命的

光輝業績還光芒四射時，人們對中共的感情也許遠勝於對國家的感情，或者人們對國家的熱

愛都轉化、包含在對中共的崇拜與感恩戴德之中了。而毛澤東作為中共的領袖、人民的「大

救星」也就成為人們情感投射的中心指向。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對毛澤東的崇拜達

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毛澤東成為中國的「神」，成為維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根精神紐

帶。在中國政治系統中，毛澤東作為一個象徵符號囊括了五星紅旗的象徵作用。



毛澤東逝世後，代際領導人的更替使個人崇拜的狂熱之情冷卻了下來，毛澤東作為中國的

「神」走下了聖壇。而八十年代進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黨政分開」的改革決策

使「中共」與「國家」 這兩個政治實體的分野逐漸清晰，「國家」的概念開始凸顯出來。另

一方面，對外開放與經濟體制的改革，使毛澤東時代鐵板一塊的思想領域開始出現多元化，

人們的利益也出現了分化。而走下聖壇的毛澤東，此時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作為激發、凝聚

整個社會情感的「神」而普罩中國大地了。然而，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存在需以人們共同

的集體意識與認同感為基礎。因此，在領袖神話逝去的年代，在社會分化的中國，五星紅旗

作為國家的象徵也就受到了官方的重視。所以從1983年開始，中央下達了一系列關於加強對

中、小學生進行國旗教育的指示與通知。11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國旗法》也在1990年出

台。天安門的升旗也從八十年代開始趨向儀式化。

三 天安門升旗儀式的道具

儀式作為一種表演活動通常在特定的場合與時間舉行，並按照高度結構化、標準化的程序進

行操演。儀式操演的時間、地點與程式並不是隨意安排、任意而定的。而是組織者精心安

排、慎重設計的結果。

天安門廣場、升旗的程式、國歌不僅僅是升旗儀式的物化道具，更是承載儀式象徵意義的載

體與編碼。

天安門

升旗儀式的舉行地天安門廣場是中國重要的政治「劇場」，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聖地。

天安門作為故宮的南門，是通往皇宮的正門，數百年來一直是中國最高權力的象徵。在1912

年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滅亡之前，皇帝的神聖權威一直是通過這道大門播揚的。最後一個王朝

的滅亡使天安門原有的象徵功能不復存在。1919年學生們聚集在天安門前抗議中國政府在巴

黎和會簽署的賣國條約，運動迅速波及全國。這場以「五四運動」而知名的抗議開創了現代

學生運動的先鋒。此後數十年中，為拯救危難中的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學生冒著被鎮壓與

監禁的危險在天安門前舉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議。由此天安門開始承擔了新的功能，其歷史

角色發生了變化。

1949年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在革命的領導人中不乏當年示威的學生。中

共視「五四運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賦予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而天安門作為「五四

運動」的發源地也就成了承載革命記憶的象徵物。由此，天安門便由播揚帝王權威的符號變

成了革命的象徵。

建國後為了安排更為壯觀的慶典，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經過數次擴建，這裏成為世界上最

大的廣場，成為中國政治生活的中心。

古中國的歷代帝王都是隱身於天安門之後的深宮高牆之內，顯得神秘而又至高無上。天安門

之後的皇宮也便成為權力的中心所在。而當共和國的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狂歡便成為共和國歷史永恒的一瞬了。此後，經過擴建的天安門

廣場便成為共和國舉行重大慶典與政治活動的場所。天安門城樓也便成為共和國的領袖與領



導人主持重大典禮與政治活動的舞台。由此，中國數百年來的權力中心從門後轉移到了門

前。天安門廣場便作為共和國的象徵與重要的政治中心載入了共和國的歷史。

升旗儀式的程式

由於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並未意識到國旗這個象徵符號的重要性宣揚國旗的儀式也就受到了官

方的冷落。

從1949年到1976年這段時間裏天安門的升旗是分別由北京市供電局的兩個工人來承擔的。在

這近30年的時間裏，只有在節日才升掛國旗，而且那時也沒有群眾圍觀。升旗的形式也很簡

單。

從1976年開始，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衛戍區警衛第二師的官兵承擔天安門廣場升降國旗

的任務。升旗的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以前的節日升旗改為每日升旗。升旗的形式由一

人升旗改為兩人升旗。但那時升旗依然不奏國歌，升旗的時間也不固定。

從1982年12月開始，天安門升旗的任務由武警北京總隊六支隊十一中隊五班即國旗班來擔

任。由此，升旗儀式有了重大改善。升降國旗有了準確的時間，即要與太陽一同升起、一同

降落。這一特殊時間所傳遞的象徵意義是「祖國與日月同輝」。升旗的形式由以前的兩人改

為三人升旗。1983年的「建軍節」新的升旗儀式正式在天安門廣場上操演，引起了人們的關

注。1984年李大維提出建議在電視節目開始前應奏國歌、映出五星紅旗。12他的建議被採

納。從1986年元旦起，中央電視台將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作為新聞聯播的片頭向全國播放。

雖然從1983年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已具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但官方對這個儀式的真正重視

是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的。

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使「國家」這一集體概念的凝聚功能凸顯。執政階層顯然意識

到了五星紅旗作為國家象徵的重要性。1988年3月，全國僑聯副主席、天津塘沽區副區長黃其

興，向政協提交了一份建議國家制定國旗法的提案。提案提到：「國家觀念是民族凝聚力之

本，國家觀念淡薄了，人心散了，比經濟問題更可怕，因而需要制定一部《國旗法》，通過

法律形式，加強公民的國旗意識，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13由此，宣揚展現國旗的升旗儀

式也開始受到執政階層的關注。1988年全國人大代表李玉坤赴美考察。在美期間，美國人強

烈的國旗意識使他深有感觸。回國後他寫了《關於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喚起人們的國家觀

念，盡快制定有關國旗升降辦法的建議》。他在《建議》中寫到：「製作一面五星紅旗的費

用是有限的，而它在人們心目中所起的作用是無限的，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國旗的

存在對喚起人們的『國家觀念』，往往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升旗、降旗決不是一種形式，

其意義極為深遠。」14

在這種情景下，為了強化人們的國旗意識，政府對天安門升旗儀式著力進行了改造。

1991年政府對原來簡陋的國旗基座進行了改造。改建後的國旗基座平面呈三層。內層漢白玉

基座，象徵著「純潔高尚」。第二層是褚色花崗岩石帶，象徵「人民江山萬代紅」。第三層

是綠化帶，象徵「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在基座的四周是56個隔離墩圍成的護欄，象徵

著「全國56個民族手拉手、心連心團結在國旗下。」

為了加強儀式的表演性，激發大眾的情感，1991年官方策劃了新的升旗儀式。新的國旗升降



儀式由36名武警官兵組成的國旗護衛隊來操演。儀式分節日與平時兩套方案執行：每逢重大

節日和每月的1日為節日升旗，由62人組成的軍樂隊現場演奏《歌唱祖國》樂曲，升旗時奏

《義勇軍進行曲》，平時升旗播放國歌錄音。

國 歌

在分析了天安門升旗儀式的場所與程式之後，還有必要提及國歌。「國歌是由國家正式規定

的代表本國的歌曲，用於隆重集會、國際交往儀式等場合演奏。」15從這個意義而言，國歌

是經由國家規定的全民族的樂曲，具有不可褻瀆的神聖性。

對升旗儀式而言，國歌是儀式表演必備的聲樂要素。

一方面，升旗儀式需要國歌的樂聲來感染人們的情緒，激發人們的情感，就如同在舞台上在

某些特殊時刻需要利用音樂與聲響來刺激人們的情感一樣。

不僅如此，升旗儀式更需要國歌為「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這一儀式的現實場景提供一個在場

的歷史背景。《義勇軍進行曲》不僅歡唱了一種強烈的願望，其歌詞更是對中華民族一段特

殊歷史遭遇的記錄與陳述。這段歷史遭遇幾乎在此後每一代人的心目中都成了難以忘卻的記

憶。而五星紅旗的冉冉升起，則被官方定義為這段歷史遭遇的圓滿終結。國歌在儀式現場的

演奏能再現那段歷史，從而激發人們對中華民族那段段特殊歷史遭遇的追憶與反思。當人們

把這種歷史情懷與五星紅旗升起的現實場景聯繫在一起時，一種感動、自豪亦或類似的情感

也就油然而生了。

所以，國歌不僅為升旗儀式營造一種聲樂氛圍，更重要的在於為儀式的現實場景提供一個意

義深遠的歷史背景。

四 天安門升旗儀式的政治功能

官方於1991年設計的新的升旗儀式，得到了大眾的認可。據統計，從1991年5月1日天安門廣

場實施新的升旗儀式開始，到2001年5月1日這十年間，到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的人數達

到了1.1億。16一般來說，春、夏、秋三季每天大概有近三萬人觀看天安門升旗儀式，冬季相

對少一些，每天大概有二萬人左右觀看升旗儀式。17節假日觀看升旗的人數則更多。尤其是

在國慶節，從1991年國慶節開始每年國慶觀看升旗儀式的人數都在10萬18以上。如圖所示：

（人數的單位為：萬人）

觀眾的到場確認了儀式的有效性。在任何一種儀式中，公眾的缺席從定義上就表明了儀式的



失敗。尤其對於天安門升旗這一「開放性」儀式而言，大眾的回應與觀眾的在場尤為重要。

因為與其他儀式相比，這一儀式並非強制觀眾到場或安排大眾參與。為了確保觀眾到場，官

方精心設計、策劃升旗儀式以吸引大眾到場，並通過大眾媒體向大眾極力宣傳、推銷。19除

此之外，官方還通過制度措施，以加強天安門升旗儀式的滲透性與擴散性。最直觀的表現就

是官方通過出台《國旗法》使升旗儀式成為一個法定的政治儀式，並通過制定各種政策文件

在全國中、小學甚至高等院校建立升旗制度。20

官方憑藉各種資源優勢不遺餘力地組織天安門升旗儀式，不在於它能產生什麼物質效果，而

在於它能對人們的政治心理產生重大影響。

升旗儀式如此隆重，目的是烘托儀式的主題「國旗」，意在向大眾提供「國家」這一抽象政

治實體的表像符號，以向大眾灌輸一種「國家」概念，從而加強人們對「國家」這一集體的

認同感與歸屬感。無論是象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的國旗本

身，還是象徵「祖國與日月同輝」的升旗時間；也無論是象徵「純潔高尚、人民江山萬代

紅、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的國旗基座，還是象徵「全國56個民族手拉手、心連心團結在

國旗下」的隔離墩，都是為了表達一種對祖國的美好情感與激發人們對國家的熱愛、崇敬之

情而設計的。通過升旗儀式本身極富魅力的表演和勾起人們歷史記憶的國歌與莊重、神聖的

儀式氛圍，試圖營造一種與日常生活不同的特殊時空。在這裏平日潛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對

祖國的情感被激發、喚醒，一種對祖國的崇敬與熱愛之情得到了生發與強化。「國家」作為

一個集體的神話再一次得到了人們的認同與慶祝。

從這個意義而言，升旗儀式是通過表達與演示象徵意義來強化人們對國家的認同與歸屬的政

治心理。正如徐大同先生所言「國旗、國歌、國徽都是特定的政治符號，這些符號通過一種

直觀的形式，對人們政治心理起著極大的刺激作用，從而傳遞該民族的政治文化。人們參加

天安門升旗儀式、重要場合要奏國歌等活動都是一種民族文化的聚集作用。」21所以從政治

文化的角度來看，升旗儀式的整個組成文本是一個象徵意義群，是記錄、傳達政治文化的載

體。因此，在官方的意義系統中，天安門升旗儀式是對國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種重要手

段，是國家對公民進行政治社會化教育的一種重要策略。「激發人們的愛國情感、增強人們

的國家觀念」，是官方對升旗儀式功能的明確界定與公開表達。

對國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不僅是為了培養人們對國家的認同之情，更深層次的是為了向公

民尋求對政府的支持與合法性認同。儘管國家與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與實體，但在政治實

踐中所有的政府都是以國家代表的面目出現的。對大眾而言，政府代表了國家，是國家的具

化機構，人們對國家權力的感受都來自於政府。當存在國家認同危機的時候，必然就會出現

政府合法性危機；而對一個政府合法性的質疑常常也會導致對國家權威的挑戰。所以，培養

人們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之情，意在強化政府的權威性與合法性。這正是天安門升旗儀式隱

而不宣的功能。

從升旗儀式的主題國旗本身來看，強化人們的國旗意識，也在於強化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與其

權威性。五星紅旗不是任意一個「國家」的象徵符號，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增強人

們的愛國觀念究其本質是強化人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與支持。其次，五星紅旗不但是

國家的象徵，也是中共革命那段歷史的圖像表達。五星紅旗在當時之所以被選定為國旗，是

因為其設計者在設計圖案中指出：五星紅旗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五角星分

別代表中國的大眾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顆小五角環

繞著大五角星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認為，五星



紅旗圖案好，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了小資

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鬥爭取得的，它是中國革命歷史的真實寫照。所以，官方在進

行社會化教育時，總是把「五星紅旗的冉冉升起」作為中國革命的圓滿成果向大眾反復推

薦。而《義勇軍進行曲》的歷史喧唱，則強化了五星紅旗的革命意義。因此，強化人們的國

旗意識也在於加強人們對中共革命歷史的記憶。而這種記憶，則是中共執政的歷史基礎。

當然，大眾在觀看升旗儀式時不會意識到這一層。大部分人對升旗儀式的理解還是停留在官

方的權威解釋上。大眾只是相當然地把觀看升旗儀式僅僅看作是接受愛國主義教育。至於愛

國主義教育的深意究竟何在、國旗象徵意義的真正隱喻便是模糊或混沌的問題了。因為「各

種象徵符號主要是用來發展和維持社會秩序，為了使各種象徵符號有效的運作，它們的社會

功能必須要盡可能地停留在人們的潛意識中，人在不知不覺中運用這些符號。一旦人們得知

了這些象徵符號的功能，這些象徵符號就會失去一大部分原有的效果。」22所以，當觀眾在

國歌的旋律中陷入一種歷史回憶中時，當觀眾對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肅然起敬、被一種神聖

的愛國情懷而支配時，則在不知不覺中表達了對中共執政歷史基礎的認同與對政府的支持，

儘管在意識層面上未必會意識到這一點。

因此天安門升旗儀式是意義的綜合體，無論是其實體要素，還是儀式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政

治「隱喻」與政治功能。官方如此努力地組織升旗儀式不是為了取得某種物質層面的成果，

而是為了贏得人們對其政權的認同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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